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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而且也是一种话语争夺的过程；因此，全球化其实是开放的，是可 

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有树立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社会科 

学走向世界，进而为影响和重构 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作出我们的贡献。在全球化时代，实行 中国社会 

科学 “走出去”战略既是实施大国战略这一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 中华民族 “文化安全”、 

加强中国 “文化输出”的重要步骤；同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 了 

可能。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旨趣上的 “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上的 “学科化”倾向却严重制约着 

中国社会科学走 出去的步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 “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以 “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 

综合性研究使中国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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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外 

部环境，事实上也对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拟以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 

发展”为题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 “走出去”战略予以初步探讨。我将主要讨论以下三个问 

题：第一，全球化时代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 

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的两大 “瓶颈”及其克服。经由这三 

个问题的讨论，我试图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看到全球化背后存在着的 “话 

语争斗”和 “文明冲突”；而作为中国的 “思想库”和 “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有必要也有可能 

“走向世界”。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界存在着的 “西方化”倾向和 “唯学科化倾向”却为制约中国社 

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两大瓶颈；为了履行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并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我们 

必须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 

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进而为世界学术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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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2O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所谓意识形态之战 

的结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 

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 

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的支配下，以及经由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 

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一如罗伯特 ·赖克所指出的：“我们正经历 
一 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 

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 

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① 实际上，每一个国 

家和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当剧烈的改变，② 而其影响的程度，几 

乎是无所不在的。 

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 “显学”：在 20世纪 60年代 

末、7O年代初的 “罗马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⑧ 发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ha1． 

ization)一词④ 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 

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 “语境”。正如 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 

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 

概念”⑨。汤林森也认为，当后现代主义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态时，全球化理论却悄然无 

声地威胁着人们所珍视的信仰，它以其内在力量来取代或迫使人们重新检验一些既定的有关社会和文 

化现实的分析结果。无论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进程，它在理论上给人们所提供的新认识、极其 

丰富的理论意义以及颇具说服力的原理，都将对其他各种理论和观点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⑥ 关于这 

个问题，我们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无论人们如 

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 

① 罗伯特 ·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徐荻洲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 1页。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赖克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析并非如此简单，而且我也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征引他的这一观点的。 

② 参见乔治 ·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③ 关于罗马俱乐部的主要研究报告，请参见 《增长的极限》李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人类处在转折 

点》，刘长毅等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 

④ 安东尼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或者华丽的辞藻⋯⋯然而，即使在 20世纪8O年代晚期，这个 

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他指出，在今天，“任何一个想要理解我们将来的人绝对不能忽视 

它”。见安东尼 -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2页。但 

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的产生，大致有四种说法：一说 “全球化”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人瑞瑟和戴维 

斯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直到 1961年著名的韦伯斯词典才收录了这个词；二说 “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是 20世纪60年代 

由 “罗马俱乐部”提出来的；三说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莱维 (T．Levitt)于1985年提出来的，因为他在题为 《市场的 

全球化》一文中，用 “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 20年间国际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 “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 

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参见 Theodore Levitt，“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in A．M．Kantrow(ed)，Sunrise．．．Sunset：ChⅡ 一 

， the Myth ofIndustrial Obsolescence，John Wiley＆Sons，1985，PP．53—68)；四说 “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 
“

一 体化”这个概念转变而来。由此可见，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乃是经济学 、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结 

果。关于这个问题，也请参见吴士余主编 《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⑤ 参见 Malcolm Waters：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5，P．1。莱斯利 ·斯克莱尔也指出，“无论怎样，不可否认的是， 

即使全球化尚未在概念上完善起来，但是作为一种研究的问题和对象，它已在社会科学中被牢固地确立下来了”。参见莱斯利 ·斯克 

莱尔 《社会学的几种不同全球化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 5月号。 

⑥ 参见约翰 -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吴士余 《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 。 



全球 化 时代 的 中国社会科 学 发展 

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像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 

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 

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 

另一方面，关于 “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 ， 

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 

且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 “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 

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几 

乎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② 关于西方论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维 ·赫尔德等人经由分析而 

给出的分类颇具理论参考意义。他们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主义者、怀 

疑论者和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 

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市 

场也正在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力量。这种全球化观点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 ，而且它所信奉 

的那种新 自由主义还把单一的全球市场和单一的全球竞争规则的出现赞誉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怀疑论 

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去证明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 “迷思”(myth)和天方夜谭，他们 

甚至用一种充满怀疑的语气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适合于没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话，但同时也是一个剥 

夺了我们的希望的神话。”③ 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有的经济 

整合水平既不符合 “理想模型”，也没有超过 19世纪晚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水平，所以当下全球化 

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因为它依旧停留在国际经济的层面上。再者，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摆脱控 

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与上述观点不同，变革论者 

的基本观点则主张，在新的千年到来以后，全球化将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核心力量， 

而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与此同时，变革论者也强调，这种 “变革更新” 

的方向并是不确定的，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④ 但是在我看来，这里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全球化理论给我们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各自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而极可能从 

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社会科学 

报告》所指出的：“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 
一 模一样了。”⑤ 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为我们所提供的一种启示，即当下的全球化 

乃是一种可争辩的过程。 

对当下中国而言，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 WTO等国际组织而进人世 

① 乌尔里希 ·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长是可行的?》，载贝克和哈贝马斯等 《全球化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第 l4页。 

② 据坎特 (Rosabeth M．Kanter)等论者的一项研究表明：1984年在世界55个国家出版的 1600种杂志中，仅有 3篇在标题或 

摘要中使用了 “全球化”一词 ，而到 1994年则变为 112篇，增长了37倍 (参见 R．M．Kanter and T．L．Pittinsky，“Globalization：New 

Worlds for Social Inquiry”．in Berkeley Journal ofSociology：A Critical Review，1995—1996 Volume，P．40)。另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00年底，从国际互联网 (Yahoo英文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有关全球化的文献材料即达 5万多篇 (参见文军 《经济与社会西方多学 

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 3期)。以上均转引自冯玉军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晚近发展起来的各种有关 “全球化”的学术期刊中，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 

于 1993年开始编辑出版的 《全球法律研究杂志》(Indiana Journal ofGlobal Legal Studies，简称 Indiana JGLS)最负盛名。该刊每年春 

秋两季各出一期，迄今已有20多期。除了 《全球法律研究杂志》以外 ，《欧洲国际法杂志》等学术刊物也以相当的篇幅对法律全球 

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③ 保罗 ·赫斯特、格雷厄姆 ·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张文成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8页。 

④ 参见戴维 ·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3一l4页。 

⑤ 参见戴维 ·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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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 

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 

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 “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 

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是否发言乃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 

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 “世界游戏”中的一方。中国 

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 

当性或者所谓的普遍性价值发言的资格：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 “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 “虚 

拟对话者”—— “正派的人民” (decent peoples)。①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 

则所做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致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 

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 “思想库”和 “智囊团”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 

展来讲，全球化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 

中国经由加入 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 

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 

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 “合谋”而 

是根据承诺的 “强制性”支配；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既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合谋，也不是 

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循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② 但另一方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 

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所谓的普遍性价值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 

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 

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 

立场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 

这种形式资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方面作出中国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 

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 

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 

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 

世界结构未来规则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 

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 “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 

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做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 

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 “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 

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 

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 “问题化”，探讨一种 “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我一直主张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根据中国的 “问题化进路”。我之所以主张采取这种进路，主要是 

以以下两个理论预设为凭依： 

参见Jiirgen Habermas，“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FrankfurterAllgenveinen Zeitung，Vo1．17，April 2003，转引自童世骏 

《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载 http：／／www．chinese—thought．or~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 

711；邓正来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 自序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 lO期。 

②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借用齐美尔关于 “优位之势 (superordination)”与 “劣位之势”(subordination)的论说和沃勒斯坦的世界 

体系理论对全球化时代 “世界结构”的支配性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参见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第 10—15页和 《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下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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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下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 

排或社会秩序，因此对任何阻碍或反对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都应反思和质疑；与此同 

时，任何支持或捍卫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必须接受审查或反思的开放 

性问题。根据这一预设，我们可以具体地认为，16一l7世纪建构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 “威斯 

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国秩序。这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虽说延 

续了数个世纪，却依旧不是一种终极性的制度安排 ，因为它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反思并考虑变革的 

问题。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思和变革的努力。换言之，在我看来，一般 

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时代是一种 “时刻” (time)，它试图把我们从既有的 “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所 

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赖以为凭的关于世界的整个哲学理念中解放出来，并 “命令”我们去重新思考 

和批判这种以 “民族国家”为唯一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可 

以匆忙地得出结论 ，认为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种比 “民族国家” 

世界秩序更优、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种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这种全球 

化本身——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们所赖以为凭的思想基础或 

意识形态——也在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之列。 

第二，在我看来，在根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 

话语的问题 ，是以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但是，从中国社会科 

学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个话语维度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人论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 

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 “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 
一 场有关全球化的 “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 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 “话语建构”的问 

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 

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谁的全球化?何种 “全球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 

的 “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 

所凭依的乃是乌尔里希 ·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 

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 

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之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个概念。② 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 

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就此而言， 

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 

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像?因 

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 “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 

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 

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型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介入到有关全球 

化之性质的 “话语争斗”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 “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 

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 “全球化”或 “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⑧ 

由此可见，只有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做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 

实或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背后 

的话语争斗和 “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 “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我在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长篇系列论文 (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以 《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为题出 

① 参见邓正来：《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 “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和开放》，《河北法学》2008年第2 

② 参见 U．Beck，What is Globalization?London：Polity Press，2000，转引自张世鹏 《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 1期。 

③ 参见邓正来：《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 “全球化观”的论纲》，《河北法学》200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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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对此进行了详细探究，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与其说是 “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 

过程，而毋宁说是一个既凭依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 

“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 “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是一种从 “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 “国 

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 

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 

程，而是 “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 “话语争夺权” 

问题。① 质言之，全球化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 

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 “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 “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 “中国理想图 

景”或 “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也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 

“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 “走向”世界，进而为影 

响和重构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作出我们的贡献。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展创新，做 “思想库”、 “智囊 

团”，走向世界，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走出去”战略。在此，我想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因此，我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在这 
一 部分，我们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此问题进行探究。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 “知识引进 

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从 1840年开始 

的 “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 

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 1990年代初 

开始的 “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 

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国际接轨”阶段， 

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 1990年代中 

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4)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十七大所提出的社 

会科学 “走出去”战略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 

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 

和交流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再简单引进和复制西方的思想，而要有我们自己的 

声音，要用我们自己的独特思想去与世界交流和对话。否则，我们将只是西方学术的接受者和追随 

者。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用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 

问题，因为中国至少这30年的发展和智慧，是许多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的。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有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秉持我刚才谈到 

的开放性的全球化观，“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进人到一个新的知识转型阶段——亦即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 

家利益建构 “中国理想图景”和 “世界理想图景”并使之走向世界，影响全球化进程之方向和世界 

秩序之性质的新阶段。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把握这个重大命题的背景性因素： 

① 参见邓正来：《作为一种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河北法学》2008年第 3期；《作为一种矛盾且多 

元进程的全球化》，《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 ；《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河北法学》2008年第 5期和 《开放的 “全 

球化观”与 “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河北法学》2008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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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化的 “话语争斗”维度。前面我们讲到，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客 

观的、同质化的事实或过程，而是一个主观可变的进程，在其背后潜隐的是一种 “话语争斗”。在这 

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实施大国战略这一政治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思想库”和 “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理应 自觉担当起 

其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成 

的世界结构的裹挟和包围下成功突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且，当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 

大国不仅都制定了本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都是以其发达的社会 

科学为基础的。比如说，美国对社会科学实施了一种 “普适性强势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利用社 

会科学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科学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会科学的全面布 

局和重点机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 “无国界”差异和普适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 

优势资源，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加盟，实现社会科学的扩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输出 “新古典经 

济学”的经济制度模式和 “新 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获得全球化中的普适性价值。① 在 

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社会科学战略正是美国实施 “单边”外交，保持单极地位的关键步骤。因此， 

在大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战略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 

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的战略性和时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施中国 

社会科学 “走出去”战略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将其 

置于全球化 “话语争斗”的背景下，并站在国际政治竞争的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将其看 

做是一个理论问题，亦即全球化时代的 “话语争斗”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和大国战略问题。 

第二，全球化的背后不仅是 “话语争斗”，更是 “文明冲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 

去”战略其实是维护中华民族 “文化安全”、加强中国 “文化输出”的重要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文 

化战略意义。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经济、技术 、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 

换言之，那种可见的国家 “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 “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 

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 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 

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便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 

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 ，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 “世宗学 

院”，日本在海外增设 “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 “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 

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强调21世纪将是 “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② 因 

此，在亚洲文化大战已经展开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 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背景下，我们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 

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我们已成为 “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 “学术大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 “政治大国”。 

我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标志着，我们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世界 “经济大国”。但由于社会 

科学学术传统的总体缺乏，我们还远不是 “学术大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 “政治大国”。在过去的 

3O年中，主要是囿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 

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忽略了或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 

究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 

证。而我们知道，作为社会之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认 

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 

点可以从 2007年度 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可以看出。2007年度 SSCI收录 1962种由40 

① 关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战略，参见邓正来未刊稿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研究申请报告》。 

② 参见王岳川：《大国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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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家出版的期刊，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 l0 

种，而真正由大陆地区主办的只有两种，这还包括今年 5月份刚刚人选的一份刊物。①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低的。中国大陆地区期刊在 SSCI来源期刊中所占比例和引证率 

在很大程度上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 

中的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中国社会科学要真正走向世界的确任重而道远! 

第四，对中国现代化或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 

性。如果说前三个背景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那么对中国现代化或发展经验 

的理论解释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可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短短 

3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 “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 

没有遵从西方既有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 

如说强调的单一性经济增长目标所带来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专制历史最长、现代化进程最曲折 

(仅半世纪以来，我们就先学习西方非主流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接着又转向主流的欧美市场经济模 

式)的国家初步完成了 “市场化”的改革，持续了长达 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本身堪称了不起的 

成功!② 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 

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 

究成果来解释。 

如果我们更具历史感地将我们的视野再向前推进，即将我们的视野投向16世纪以来的500年、 

特别是 1840年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这部发展史本身的确堪称一个 “学术 

富矿”。简言之，约500年前，继东方佛教文化之后中华文明开始遭遇西方基督文化 (西方基督传教 

土开始进入中国)；⑧ 169年前，第一次同西方国家战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在器物层 

面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105年前，与同为后发国家和儒文化圈的日本的战争 (甲午中13战 

争)的失败则使我们开始认识到制度层面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戊戌变法)；98年前，我们在内忧外患 

的背景下终于结束了延续千余年之久的帝国时代并走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探索历程 (辛 

亥革命)；60年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但却又移植了西方非主流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为中 

①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是由美国科技情报所 (ISI)编辑出版的对社会科学期刊和论文进行评价的一种重要工具，2007 

年度 SSCI收录 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SSCI期刊分布中前 10位的国家出版了超过90％期刊。在 2007年SSCI收录期刊中， 

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只有 1O种，具体包括英国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的 《世界经济》 (China&World Economy)，美国纽约艾 

斯维尔公司出版的 《中国经济评论》 (China Economic Review)，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的 《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美国 M E 

SHARPE公司出版的 《中国社会与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中国政府与法律》(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和 《中国 

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国塞奇公司出版的 《现代中国》 (Modern Chin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 《中国杂志》(China Journa1)，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 《中国评论——中国发展综合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 urnal 0n Greater China)，台湾地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的 《问题与研究》 ( Ⅱ∞Stues)。在这 l0种期刊 

中，除了2006年中国大陆首份人选 SSCI收录期刊的 《世界经济》(China&World Economy)(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以外，其余9本都是由美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和机构主编出版。尽管 2008年武汉大学高级 

研究中心 (IAS)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CEMA)联合主办、由邹恒甫主编 《经济与金融年刊》 (Annals ofEconom一 

and Finance)也顺利入选 SSCI，但中国期刊在SSC1来源期刊中所占份额仍极低。上述数据是由我的博士生刘小平和孙国东从 SSCI 

系统和网络中查询获得，在此也对他们致以谢意。 

② 经济学界已经开始探究所谓 “中国奇迹”的成因。比如林毅夫提出的 “后发优势论”：“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 

缺而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而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林毅夫：《后发优势 

与后发劣势》，《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 4期。秦晖则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从 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 

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 ‘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 ‘奇迹’的主要 

原因。”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南方周末》2008年2月 21 13。 

③ 事实上中国从 16世纪就随着西方基督传教士的进入 (特别是 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而开始遭遇西方文化。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有论者指出：“当16世纪中国进入世界以后，思想史就再也不能不考虑全球的因素。”这标志着中国从 16世纪开始就迎来 

了 “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参见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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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性带来了相对于古典传统的计划经济新传统问题 (新中国成立)；而30年前，我们终于开始 

正面接受西方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于去年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改 

革开放)。 

回顾这段历史，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说，老生常谈的由 

“中西”问题与 “古今”问题相勾连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尤其是对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儒学传 

统、苏俄计划经济新传统之关系的认识)，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比如对中国置身其间的世界 

结构的认识)，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奥秘，中国未来发展的 “理想图景”问题，对 “城乡二元 

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 “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等结构性难题性的理论分析与回应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 “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既 “命令”我们 

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作出社会科学的解释，又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 

中国社会科学 “走向”世界，进而为世界学术发展作出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化时代 “话语争斗”和 “文明冲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高度， 

还是从中国社会科学 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都有非常必要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500年 

来、特别是百余年和晚近3O年的发展经验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学术作出我们的贡献 

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至少包含三个议题：一是如何使中国的哲 

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如何使中国当下的研究走向世界，三是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它 

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它还必然包含三个基点，因为上述三个议题乃是以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点为依 

凭的，没有研究，也就谈不上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了。第一个基点是如何继续用批判的方式 

去研究和认识西方思想，二是如何以当下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三是如何更为切实的分 

析和研究当下中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其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解释和探究中国 

30年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智慧。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也就是向世界发出我们 自 

己的声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之所在。 

三、制约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的两大 “瓶颈”及其克服 

我们刚才在第三个背景性因素中谈到中国社会科学 目前对世界学术影响力极为低下的问题。这个 

问题其实即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力极为低下?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我所 

谓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 “走出去”的两大 “瓶颈”。 

第一大 “瓶颈”便是我在前面曾经隐含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 “西方化倾向”。① 这种 

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 

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 “理论示范”注人了某种合法的 “暴力”意义。也正是在 

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论者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也就被视为合理的甚 

或正当的。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学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 

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根据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做 “语境化”或 

“路径化”的 “裁剪”或 “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能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 

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 “消费 

① 参见邓正来：《学术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 

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82年；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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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倾 向。 

第二大 “瓶颈”乃是与上述 “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 “唯学 

科化”倾向。① 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 “知识引进运动” 

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② 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 “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③ 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近 

30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 

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 

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 

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 

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 

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 “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 

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更为严重的是，“唯学科化”倾向甚至已经侵入到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 

二级学科学术研究之间。以法学为例，不仅部门法学 (应用法学)与理论法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学 

科壁垒，甚至各个部门法学 (应用法学)之间的研究也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 

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 

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 

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 

科化。比如说，在职称评定制度中，各个学科大都会规定只有发表在相关学科刊物上的论文才能被认 

定为有效的学术成果；体制内各种学术奖项的设定或评价工作，乃至于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立工作，也 

基本是按照学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的。 

显而易见，学术旨趣上的 “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 “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 

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第一，“西方化”倾向的存在，不仅使得我们成为西方 “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而且更为紧要 

的是，它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丢失了中国，进而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 

度上的学术自主性成为不可能。一如我在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中国法 

关于这部分的讨论，请参见邓正来 《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载邓正来 《学术与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关于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在19世纪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各自学科 

的非知识认同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从 19世纪 

中叶直到 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正式学科”，并在内部差异的强调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 “社会科学”名之并与前此的各 

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具体到实践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实现这一制度化知识领域的步骤进一步概括为：首先在 
一 些重要的大学里设立一些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科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当然，伴 

随着这一学科知识训练的制度化 (知识再生产)进程，各自学科研究 (知识生产)也得到了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并且 

由此而确立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按学科建立各种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会，同时也建立起了按 

这些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已有的学者和训练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不是这些学科的最 

强有力的操纵机制，它们还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的需 

求类型。参见沃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l一22页。 

③ 对于重建这样一种新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对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规性重思 (rethinking)，而是 “否 

思”(unthinking)，亦即对 l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挑战和批判。对 l9世纪社会科学的这一否思向度， 

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项重要文献之中：一是收集了他 1982年至 1991年所发表的有关社会科学知识与其结构性基础间关系的论文 

的 《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诸范式的限度》一书，二是此后由他建议并在古根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社会科学集体研究项 目，即1996 

年出版的阶段性成果 《开放社会科学》，三是 1996年发表在他本人创办的 《评论》 (Review)杂志上的 “科学探寻中的历史”论文， 

四是他在1997年 《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三月号上发表的题为 《社会科学与对正义社会的追求》一文。 

主要参见Wallerstein，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IH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Hi~ory in search 

of science．Review，vo1．19．No．1，PP．1 1—22；1997，Soci~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Vo1．102， 

No．5，PP．1241—1257；沃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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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受到了一种 “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 “范式”不仅间 

接地提供了一幅西方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的论者们完全意识不到他 

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 “理想图景”①。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在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已经为其设 

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和理想图景的情形下，其实质只是把中国仅仅视作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一个 

特殊范例而已。我经过长期思考发现：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也不只是一种权力，它还具有更重要的 

维度，即我所谓的 “正当性赋予力量”②。这意味着我们在解释、研究乃至于批判我们的某种研究对 

象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赋予这一对象以某种正当性。中国论者通过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不断诠释或描 

述，也使得其间隐含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种正当的品格。这表明中国学者在近30年 

中经由 “知识引进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 

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因为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 

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 “当 

然”理想图景。实际上，我在最近所做的一项以 “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的分析也表明： 

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 “都市化”趋向，亦即在 “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由 “城乡 

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 “世界结构”重合起来的中国社会做了一种盲 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 

的 “都市化”同质处理。⑧ 由此可见，我们思想一切，也思想西方知识中的 “中国”，但唯独不思想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思想根据和研究对象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现实的中国。显而易见，以西方化的 

“理想图景”去对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除了获得 “东施效 

颦”的骂名、甚至重蹈 “老师打学生”的覆辙外，是不可能影响西方的! 

第二，近30年的学科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初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 “唯学科化” 

倾向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我看来 ，如果说 “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 

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那么 “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 

体研究对象的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 “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 

的片面或局部。以当下中国颇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例，社会学论者一般都只会关注对这一结构的 

经验调查和描述，法学论者大多会关注由这一结构所产生的所谓 “国家法一民间法”的互动或紧张 

问题 ，而政治学论者则往往局限于城乡平等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户籍改革或村民自治问题。但是，在 

我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涉及到了上述各个方面或局部，而且还涉及到了中国发展及其阶段 

的问题和人口问题，更是涉及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秩序正当性或可 

欲性的大问题，而对于后者，只有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才能获 

得更为妥善的整体性解释或回答。其次，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 “问题主导”而非 “学科主导” 

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 

世界的步伐。比如说，前些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访华时，由于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横跨了几乎所有社 

会科学领域，中国却因为 “唯学科化”倾向的支配而只能分别从各个学科派出多名哲学家、社会学 

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才能勉强与他进行对话，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每个学科的中国论者也只 

能就 自己所了解的那个学科的片面维度进行提问或展开讨论，进而无法就哈贝马斯哲学思想所凭依的 

① 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② 关于这个问题 ，我早在 《研究与反思》一书的自序 “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中就明确指出，“正是这些被我称之为 ‘结 

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象，它们才是真正 

‘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因此，对这些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当下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见 《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 

思》，载 《研究与反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另请参见 《知识生产与支配关 系》，载 《邓正来 自选集》，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 有关 “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这一个案的具体分析，请参见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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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多学科的前设和前提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此外，前不久，国内某著名高校邀请英国学者吉登斯来 

华讲学，主办者主要考虑到吉登斯在社会学领域的崇高声誉而特意在他讲座前一一介绍了邀请来参加 

讨论的中国多名很有水平的社会学家，但是吉登斯在听完主持人的介绍后却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我 

并不是漠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但我不太赞成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认为我们最 

好是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 “西方化”和 “唯学科化”这两大瓶 

颈，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 

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既难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 

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 “经济中 

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 “学术中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 “政治中国”，从而担当起全球化时代所赋 

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在此，我必须即刻对 “唯学科化”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澄清：第一，我指出学术研究 “唯学科 

化”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倡导 “跨学科的” (trans—disciplinary)研究，因为 “跨学 

科”的这一观念本身仍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 

的确认；② 毋宁说我的主张是 “无学科的”(non—disciplinary)研究或以 “问题为主导”的研究。第 

二，我指出学术研究 “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我否认学科化本身对教学的意义和价 

值。为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知识：传承或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或者说便于教学的 

知识和用于研究的知识。应当承认，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是出于知 

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 

们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以 “问题为主导”。因此，考虑到教学与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 

必须从 “学科化”单轨模式迈向 “学科化”教学与 “问题导向”研究齐头并进的 “双轨模式”。 

总而言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并不仅仅用于文学艺术，对社会科学而言，事 

实上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只有为世界学术贡献出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而不 

仅仅是复制 “西方的理想图景”，我们才能对世界发言，真正为世界学术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要 

贡献出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我们必须展开 “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责任编辑：朱志峰 

① 吉登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精神导师吉登斯谈福利国家》，http：／／ww~．irffzm．corn／review／pljj／200712／t213071219—32883．shtml。 

② 的确，在西方学界从各个面相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 

动中形成 _『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 “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种被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历史障碍。就此一时尚而言，1945 

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知识者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之为 “地区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 “多学 

科”的领域，它依据那种把地理区域视为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而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 “地 

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这种学科间相互促 

进的实践，不仅表明此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而且也影响了历史系科和三个以探寻普遍 

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科内部的社会性结构。就 “跨学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们强调的乃是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因为年鉴 

学派运动本身就是在亨里 ·贝厄、吕西安 ·费佛尔、马克 ·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 l9世纪社会科学 

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 (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生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在主张 “多元学科”或 “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 

名1：3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 “开放”!当然，经由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与年鉴学派之间存有极为紧密的学术传承 

关系并于 1976年创办了 “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与该学派的分歧以及他试图超越年鉴学派的出发点。但是，沃勒斯坦指 

出，无论是 “跨学科”还是 “多元学科”，表面上似乎都在努力跨越各学科的界分标准，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 

的目的，反而是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所谓 “学科”。 


